
第六节 《孙子兵法》的历史地位和深远影响
兵学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成熟，就其内涵而言，则表现为战争认识的系统化、理性化，建军治军理论的进步化、丰富化，战略、作战指导思想的全面化、深刻化。尤其是《孙子兵法》的出现，在兵学思想发展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。在战争观问题上，它主张慎战，重视备战，致力于追求“安国全军”的目标。在治军上，它提倡“令之以文，齐之以武”，恩威兼施，文武并用，重视训练、讲究严明赏罚，注重培养和拔擢将才，致力于实现“修道而保法”的宗旨。在战略上，它推崇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的全胜战略，主张在战略谋划上做到胜敌一筹，“先为不可胜”，在力量对比上争取占有强大的优势，“以镒称铢”，在战争准备上做到周密细致，“无恃其不来，恃吾有以待也”，在实现方式上重视“伐谋”与“伐交”，在作战行动上强调突然袭击，速战速决，“兵贵胜而不贵久”。作战指导思想是《孙子》的精髓，它主张争取作战主动权，“致人而不致于人”；强调集中优势兵力，实施进攻性作战，“顺详敌之意，并敌一向，千里杀将”；提倡正确选择作战方向，“避实而击虚”；主张军事欺骗，示形动敌，“形人而我无形”；要求灵活机动，因敌制胜，“践墨随敌，以决战事”，而且要“以正合，以奇胜”，奇正相生，奇正多变，出奇制胜；重视察知敌我状况和天候地理，巧妙利用地形，“知彼知己，胜乃不殆；知天知地，胜乃可全”。由此可见，《孙子》的诞生，标志着中国古代兵学思想已趋于全面的成熟，《武备志·兵诀评》称“前《孙子》者，《孙子》不遗；后《孙子》者，不能遗《孙子》”，准确地揭示了这一文化现象的本质。

一、《孙子兵法》历史地位的确立与影响

《孙子兵法》最早见于《史记·孙子吴起列传》，司马迁称其为“十三篇”。此后，历代都有著录，《汉书·艺文志》著录为“《吴孙子》，八十二篇，图九卷”。两汉、魏晋南北朝期间，人们通常以“兵法”来特指这部兵书，但亦有称“孙子兵法”[222]与“孙武兵经”[223]的。不过普遍命名为《孙子兵法》当属隋唐以后的事情。如虞世南《北堂书钞》和李善《文选注》均称引“《孙子兵法》云”即是明证。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《孙子兵法》为迄今发现的最早传世本，而足本宋刻《十一家注孙子》《武经七书·孙子》和平津馆丛书卷一《孙吴司马法》则为世存的最佳《孙子兵法》版本。

《孙子兵法》在历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。它在中国古代兵学思想史上历史地位的确立，有一个比较长的历史过程。战国时期，《孙子兵法》即已在社会上广为流传。《韩非子》曰：“境内皆言兵，藏孙、吴之书者家有之。”[224]由此可以想见当时人们学习《孙子兵法》的盛况。而《吴子》《孙膑兵法》《尉缭子》《荀子》《鹖冠子》等典籍对孙武其人其书的记载，也同样反映了这一社会现象。

西汉初年，著名军事家“张良、韩信序次兵法，凡百八十二家，删取要用，定著三十五家”[225]。汉武帝时，命令“军政杨仆捃摭遗逸，纪奏《兵录》”[226]。此后，汉成帝认为杨仆《兵录》“犹未能备”[227]，遂又命令步兵校尉任宏校理兵书，“论次兵书为四种”[228]。此处“四种”实际是指兵书的四个大类，即兵权谋家、兵形势家、兵阴阳家、兵技巧家。《孙子兵法》作为“兵权谋家”的代表作之一，在当时最受尊崇，流传最广。所以，司马迁说：“世俗所称师旅，皆道《孙子》十三篇。”[229]1972年，在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古墓中，发现了迄今为止最早的《孙子兵法》竹简；1978年，在青海大通上孙家寨西汉墓中，亦发现了《孙子兵法》佚文《军斗令》《合战令》等木简。这就从考古实物资料的角度印证了文献关于《孙子兵法》在秦汉时期已经广泛流传的记载之可信性。

秦汉以降，《孙子兵法》的地位更是日见崇高，这主要反映在以下两个方面。

第一，社会上普遍重视和学习《孙子兵法》。

早在东汉时期，当时朝廷就作出规定：“立秋之日……兵、官皆肄孙、吴兵法六十四阵，名曰乘之。”[230]北宋神宗元丰年间（1078—1085），宋朝统治者鉴于国势衰弱、边患迭至的实际情况，于是专门组织人力整理编纂兵书，从我国浩繁的兵书战策中遴选出以《孙子兵法》为首，包括《司马法》《尉缭子》《六韬》《吴子》《三略》和《李卫公问对》等七部兵书，号为《武经七书》，颁行于武学，以此来培养将才。南宋高宗时，亦指定《武经七书》为考核选拔将领的主要考试内容。从此以后，《孙子兵法》被正式确定为官方的兵学经典。这一情况一直沿袭至明清而不变。如，清代“武试默经”，依然“不出《孙》《吴》二种”[231]。

第二，《孙子兵法》注家蜂起，各呈异彩，大量印行，广为流传。

三国时期，曹操是恢复《孙子兵法》“十三篇”本来面目并为其作注的第一人，其注也是所有《孙子兵法》注中最有价值的一家。唐宋时期为《孙子兵法》作注进入了新的阶段，出现了多种单注本、集注本以及合注本。据不完全统计，历代为《孙子兵法》作注者近200家，注本流传的也有70余家。[232]其中较著名的注家在六朝时期有孟氏等，在隋唐时期有李筌、杜佑、杜牧、陈皞、贾林等，在宋代有张预、梅尧臣、何延锡、郑友贤、施子美等，在元代有张贲等，在明代有赵本学、李贽、刘寅、王世贞、茅元仪、黄献臣等，在清代则有邓廷罗、顾福棠、黄巩、朱墉等。这么多的兵学家为《孙子兵法》作注，充分说明了它在中国古代兵学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。

明代兵书《投笔肤谈》开篇引言中便明确指出：“然《七书》之中，惟《孙子》纯粹，书仅十三篇，而用兵之法悉备。”[233]《孙子兵法》堪称古代兵学理论的集大成者，构筑了古典兵学理论的框架，使后世许多兵学家难以逾越。后世的兵学理论建树，多是在《孙子兵法》基本精神与原则的指导下进行的。《孙子兵法》对后世兵学理论的影响，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。

首先，袭用和征引《孙子兵法》文字和句意。袭用和征引《孙子兵法》文字和句意作为自己兵学理论依据的现象在中国兵学史上非常普遍。兵学家在其兵学著作中征引《孙子兵法》文句的，可以举出《吴子》《孙膑兵法》《尉缭子》《鹖冠子》《战国策》《吕氏春秋》《淮南子》《潜夫论》等等。至于唐代的《李卫公问对》，宋代的《百战奇法》，明代的《登坛必究》《投笔肤谈》，等等，那更是或全书或某篇以发挥《孙子兵法》的原理来树立自己的学术观点。以《吴子》为例，其暗用、明引、袭抄《孙子兵法》文字和思想者，就有十多处。[234]可以这么说，中国古代兵书，不但精神上是《孙子兵法》的孳乳，而且在外貌上也深深地打上了《孙子兵法》的烙印。

其次，对《孙子兵法》所提出的基本兵学范畴的继承和发展。《孙子兵法》在兵学理论建树上的突出点之一，是基本形成了一整套独特的反映兵学理论认识对象的范畴，诸如虚实、奇正、主客、形势、攻守、迂直等等。后世兵学家在构筑自己兵学体系的过程中，无不借用这些基本兵学范畴来阐述自己的兵学思想。同时，他们也在各自不同的时代主题下，借鉴当下或历史上的战争经验，通过缜密的独立思考，丰富和发展孙子所规定的兵学范畴。“奇正”的缘起和充实，即是明证。奇正，作为范畴最早出于《老子》，“以正治国，以奇用兵”[235]。但真正把它用于军事领域并作系统阐发的，则是《孙子兵法》：“凡战者，以正合，以奇胜。”又曰：“战势不过奇正，奇正之变，不可胜穷也。”[236]奇正的含义，显然是指兵力的使用（以正兵当敌，用奇兵取胜）和战术的变换（奇正相生，奇正相变）。孙子确立的“奇正”这一范畴，后世兵家无不奉为圭臬，广为沿用和阐述。如《孙膑兵法》说：“形以应形，正也；无形而制形，奇也。”[237]此则是孙子“奇正”第二层意思的继续阐释。《尉缭子》言：“正兵贵先，奇兵贵后。”[238]曹操《孙子注》说：“正者当敌，奇兵从傍击不备也。”[239]此两说是孙子“奇正”第一层意思的表述，而在《李卫公问对》一书中，“奇正”范畴则有了新的发展，其对“奇正”的论述更完备，分析更透彻，并提出了一个重要论断：“善用兵者，无不正，无不奇，使敌莫测。故正亦胜，奇亦胜。”[240]相比较而言，《李卫公问对》的论述比《孙子兵法》的“奇正”理论显然更全面、更深刻，但它依旧是祖述和发展《孙子兵法》的逻辑结果。

再次，对后世兵书编修风格与体裁的广泛影响。《孙子兵法》阐述兵学思想极具特色，突出的特点就是舍事而言理，词约而义丰，具有高度的哲理色彩和抽象性。后世兵书大多祖述《孙子兵法》，很自然形成了中国古代兵学以哲理谈兵的历史传统。如《孙膑兵法》《吴子》《尉缭子》《六韬》《三略》《李卫公问对》《阵纪》《兵经百篇》《草庐经略》《投笔肤谈》等著名兵书都以哲理性强而著称。一些大型综合性兵书如《武经总要》《武备志》等也收录了很丰富的兵学理论内容。即使那些阵法、兵器等技术型兵书，也大都以理论为纲，进行编纂，从而形成了中国兵书“舍事言理”或“以理系事”的创作风格。至于编修形式上，后世兵书亦多有模仿《孙子兵法》者，如《投笔肤谈》作者自称“仿《孙子》之遗旨，出一隙之管窥，谬成十三篇”[241]。

最后，《孙子兵法》对后世兵学的深远影响也表现在战争实践之中。中国古代历史上创造了许许多多的以弱胜强、以少克多的战例，有不少便是指挥者活用和暗用《孙子兵法》的结果。如，战国时期的齐魏之间的桂陵之战、马陵之战，显然是孙膑借鉴运用其先祖孙武“避实而击虚”[242]“用而示之不用”[243]诸原则的杰作；又如，秦汉之际韩信背水布阵攻灭赵国，即系灵活运用孙武“陷之死地而后生”[244]思想的手笔；再如，三国时期邓艾偷渡阴平灭蜀汉之举，可视为对孙子“攻其无备，出其不意”[245]“以迂为直，以患为利”[246]理论淋漓尽致的发挥；还如，努尔哈赤对明军的萨尔浒之战，则无疑是孙子集中兵力“并敌一向”[247]用兵艺术的实战诠释。唐代杜牧在其《注孙子序》中说：“孙武所著十三篇，自武死后凡千岁，将兵者有成者，有败者，勘其事迹，皆与武所著书一一相抵当，犹印圈模刻，一不差跌。”[248]杜牧此语虽不免有些绝对化，但古往今来为将者莫不视《孙子兵法》为“兵经”，重视其实战功效，这确是无可辩驳的事实。战争无论胜负，我们大都可以从《孙子兵法》中找到个中原因。

正因为《孙子兵法》一书具有巨大的兵学价值和崇高的历史地位，后世兵家对它的肯定和赞誉史不绝书。此类盛誉就其性质而言可以划分为两个基本大类。第一类是对《孙子兵法》全书作基本概括的评价，从总体上把握它的学术价值和深远意义。后世兵家对《孙子兵法》的第二类盛誉，表现为在把握其书总体情况的基础上，对孙子某些基本原则和观点的评述和肯定。古人在这方面的言辞实在不胜枚举，而此处我们只能挂一漏万地作些介绍，以再现古人心目中的“孙子”观。

首先，对《孙子兵法》全书的评价。

早在三国时期，曹操曾在《注孙子序》中说：“吾观兵书战策多矣，孙武所著深矣。”[249]与曹操同时代的蜀汉丞相诸葛亮在《便宜十六策》也说：“战非孙武之谋，无以出其计运。”[250]唐太宗李世民对《孙子兵法》更是推崇备至，据《李卫公问对》记载，他曾由衷赞叹：“深乎，孙武之言！”[251]又盛赞道：“朕观诸兵书，无出孙武。”[252]宋代学者对《孙子兵法》予以高度评价的，更不在少数，如王安石指出：“但用孙武一二言，即可成功名。”[253]苏洵认为：“其书论奇权密机，出入神鬼，自古以兵著书者罕所及……词约而义尽，天下之兵说皆归其中。”[254]陈傅良也说：“自六经之道散而诸子作，盖各有所长，而知兵未有过孙子者。”[255]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则这样赞美《孙子兵法》：“兵法其武库乎？用兵者其取诸库之器乎？兵法其药肆乎？用兵者其取肆之材乎……孙武之法，纲领精微莫加焉。第于下手详细节目，则无一及焉，犹禅家所谓上乘之教也。”[256]明代王世贞对《孙子兵法》的评价是：“《孙子》十三篇，其精切事理，吾以为太公不能过也。”[257]而明代李贽甚至把他不能广泛传授《孙子兵法》视为终身遗憾，并感叹道：“吾独恨其不以《七书》与《六经》合而为一，以教天下万世也。”[258]从上文所征引的古人评论来看，后世学者对《孙子兵法》在兵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是有深刻认识的，普遍将其书视为历史上的兵学鼻祖、兵学高峰而充分肯定和推崇，这是客观的看法，亦是经受过历史实践检验的结论。

其次，对《孙子兵法》一些原则的评价。

后世兵家对《孙子兵法》的第二类盛誉，表现为在把握其书总体情况的基础上，对孙子某些基本原则和观点的评述和肯定。诸葛亮曾说：“孙武所以能制胜于天下者，用法明也。”[259]这里就是突出赞扬孙子的严厉治军思想。李世民指出：“孙武十三篇，无出虚实。”[260]李靖认为：“千章万句，不出乎‘致人而不致于人’而已。”[261]此处所特别强调的是《孙子兵法》的制胜之道，把“避实击虚”、掌握主动权看成是用兵艺术的精髓所在。戴少望评《孙子兵法》云：“孙武之书十三篇，众家之说备矣。奇正、虚实、强弱、众寡、饥饱、劳逸、彼己、主客之情状，与夫山泽、水陆之阵，战守攻围之法，无不尽也。微妙深密，千变万化而不可穷。”[262]其对孙子其人其书的肯定，着眼点也在于孙子的主要兵学范畴和作战指导上。梅国桢认为：“孙子之言曰：‘奇正之变，不可胜穷也。’又曰：‘微乎微乎，至于无形，神乎神乎，至于无声。’合而言之，思过半矣。”[263]此处梅氏是把“奇正之变”和“因敌制胜”看成为《孙子兵法》的要旨妙道的。他指出，只要真正理解和掌握了这些原则，那就等于完全认识了《孙子兵法》的兵学理论，便可在复杂的战争中无往而不胜。

以上所引，主要是后人对《孙子兵法》某些原则的看法和评价。与第一类评价高屋建瓴、立足于总体把握《孙子兵法》地位与影响的侧重点不同，但它们乃是从更具体、更深层的方面对《孙子兵法》主要价值的挖掘和总结，是关于《孙子兵法》内在哲理更细致的探索，这也充分反映了后人对《孙子兵法》认识的深度和广度。应该承认的是，这些评价者的目光如炬，他们基本上领悟了《孙子兵法》全书的主旨，从而揭示了其主要价值。因为，他们所涉及的主要命题，在今天看来，恰恰是《孙子兵法》中超越时空的精华部分。



明代茅元仪在《武备志·兵诀评序》中指出：“先秦之言兵者六家，前《孙子》者，《孙子》不遗；后《孙子》者，不能遗《孙子》。谓五家为《孙子》注疏可也。”[264]这段话很好地概括了《孙子兵法》在兵学史上的地位和意义。作为中国古代兵学宝库的一笔珍贵遗产，《孙子兵法》是不朽的。

进入近现代以来，传统史书、史籍的研究受到了巨大的冲击，《孙子兵法》的地位和影响并没有因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而有所下降。恰恰相反，它受到了更大的尊崇，影响范围更加扩大，应用领域更加普遍。学者对《孙子兵法》的研究不仅仅局限在军事领域，而是进行了更为全面、更为多样的研究。[265]

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就非常崇敬古代兵家的思想，将《孙子兵法》尊为军事智谋的理论源泉，指出：“就中国历史来考究，二千多年前的兵书，有十三篇……那十三篇便成立中国的军事哲学。”[266]从而充分肯定了《孙子兵法》一书的历史地位。蒋介石对《孙子兵法》的价值亦非常肯定：“大家对于现代战术，固然要研究，对于从前《孙子》等古书，更要研究才好，因为各种原则是自古至今不会变的。”[267]又说：“我们中国两三千年以前的《孙子》和《孙吴兵略问答》这些书，到现在还是同样的有价值，并且其意义亦与日俱新。比方孙子讲：‘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，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。’这不是讲现代的战术吗？所以书中所讲的东西，有很多就是现在外国人最新最进步的战术原则。”[268]

毛泽东最注重总结、继承前人的有益经验，并能结合新的形势和条件加以创造性的发展。在研究和运用《孙子兵法》方面，同样体现了这位伟大战略家、思想家的特点。他高度重视《孙子兵法》，指出：“中国古代大军事学家孙武子书上‘知彼知己，百战不殆’这句话，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，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，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，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。”[269]他又说：“孙子的规律，‘知彼知己，百战不殆’，仍是科学的真理。”[270]观察毛泽东的相关军事著作和指导战争的具体实践，我们可以发现毛泽东对《孙子兵法》的掌握和运用已完全达到了炉火纯青、出神入化的境界，这标志着中国兵学思想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。其他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家，如，刘伯承、叶剑英元帅等人，对《孙子兵法》也有非常精深的研究和十分透彻的理解。刘伯承就发表过这样精辟的见解：“正兵和奇兵，是辩证的统一，是为将者必须掌握的重要法则。奇中有正，正中有奇，奇正相生，变化无穷。”[271]他们把《孙子兵法》中具有生命力的原则创造性地应用于战争实践，为中国共产党最终夺取全国政权作出了重大的贡献。

二、《孙子兵法》在世界兵学领域的影响

真正优秀的文化遗产是属于全人类的，《孙子兵法》就是这一类的遗产。它的影响也早已越出国界，而成为世界人民的共同精神财富。早在公元8世纪的唐玄宗时期，日本遣唐学生吉备真备就将《孙子兵法》携带到日本，并亲自进行讲解。到9世纪，在藤原佐世的《日本国见在书目录》中就著录了六种《孙子》。再到德川家纲时期（17世纪），日本有了《孙子兵法》的日译本，从而有力推动了《孙子兵法》在日本的普及和研究。《孙子兵法》的西传，最早是在1772年，当时法国神父约瑟夫·阿米欧（P．Josephus Maria Amiot）在巴黎翻译出版了法文版《中国军事艺术》丛书，其中就收有《孙子兵法》。1905年，英人卡尔思罗普（E．F．Cilthrop）根据日文版的《孙子兵法》将其翻译成英文，并在东京出版。1910年，英国汉学家贾尔斯（Lionel Giles）的《孙子兵法——世界最古之兵书》英译本在伦敦出版。同年，布鲁诺·纳瓦拉（Bruno Navarre）的《中国的武经》德译本在柏林出版。自此之后，《孙子兵法》的各种文本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。据不完全统计，目前《孙子兵法》在世界上被译成外文的，有英、日、俄、法、德、意、捷、西班牙、荷兰、希腊、罗马尼亚、阿拉伯、泰、缅、越南、朝鲜、希伯来、马来西亚等20种以上。这表明《孙子兵法》得到广泛流传，受到普遍推崇。这是孙武的光荣，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。

《孙子兵法》在国外也受到众多人士异口同声的赞美。阿多俊介在《孙子之新研究》的《自序》中说：“孙子为富于天才之人……其头脑之甚有组织，思想之博大，读者不胜惊叹，而有不及古人之感。……故学者复称孙子为兵圣，其书称为兵经。”[272]日本学者尾川敬二称孙武为“兵圣”，誉其为“东方兵学的鼻祖，武经的冠冕”[273]；福本椿水称孙子是“兵家之神”[274]；北村佳逸称孙子是“兵学家、哲学家，且是东方第一流的大文豪”[275]。美国战略学家约翰·柯林斯（John Collins）说：“孙子是古代第一个形成战略思想的伟大人物。”[276]英国战略学家李德·哈特（B．H．Liddell Hart）说：“《孙子兵法》是世上最早的兵法著作，但其内容之全面与理解之深刻，迄今还无人超过。”[277]俄国人郭泰纳夫（Anatol
Michaelivrtch Kotenev）也说：“孙子确实可以算是世界上第一流的军事学家。”[278]费正清（John King Fairbank）对《孙子兵法》亦有很高的评价：“《孙子兵法》清晰地说明，暴力只是战争的一部分，却不是受到推崇的部分。总之，战争的目的是使对手屈服，改变他们的观点，劝其顺从。最经济的方式就是最好的方式：通过欺骗、震慑、劝说其放弃不切实际的目标等方式，使其相形见绌，进而投降或至少撤退，而你不需要与之作战。”[279]

与此同时，各国军事家也纷纷将《孙子兵法》的基本原理用于指导战争实践。如，在日俄战争期间，日本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在对马海战中遵循孙子“以逸待劳”的作战方针，“先处战地而待敌”，一举歼灭远道赶来的俄军舰队。亦有学者以《孙子兵法》的兵学原则对近现代战争进行研究或解释，如钱基博的《孙子章句训义》[280]和贝文·亚历山大（Bevin Alexander）的《孙子兵法与世界近现代战争》[281]就是这方面的代表。又如，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爆发的印巴战争中，印军成功地运用孙子“以迂为直”的战术，实施深远的战略迂回，分割、包围巴军，各个击破，占领达卡（Dhaka），赢得了战争的胜利。

《孙子兵法》反映了战争指导的一般规律，因此在今天仍具有重要借鉴价值。毋庸讳言，现代高科技条件下的作战，参战兵种众多，作战系统构成复杂，战场范围广阔，情况变化急剧，军队机动性大大增强，武器装备日趋先进。可是，这些新因素的出现，并不能改变战争的本质属性。正确全面的战略运筹和灵活机动的作战指挥，仍然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环节。就在这样的情况下，《孙子兵法》的思想和现代作战现实之间完成了圆满的契合，沟通了时代的鸿沟，亦获得了新的生机。

正因如此，世界各国在总结战争经验、发展现代军事理论时，都十分重视《孙子兵法》的借鉴意义。许多国家都把《孙子兵法》列为军校的必修课程；许多军事家都按照《孙子兵法》所揭示的原理，来考察自己战争实践和兵学理论的得与失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从不少现代西方的国家战略和军事战略上，我们能够看到《孙子兵法》基本思想的影子。如，受孙子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全胜思想的启发，制定了以“伐谋”“伐交”为中心内容的“孙子核战略”。又如，美国军方在制定著名的“空地一体战”理论过程中，从知彼知己、突然性、速战速决、机动作战、兵力使用和攻坚作战等六个方面，对《孙子兵法》的有关军事原则作了有益的借鉴。就我军而言，《孙子兵法》的不少原则更能对我军的现代化、正规化建设事业提供理论参照和历史启迪。比如，其“兵非益多”的精兵思想，就可给我军加强质量建军、提高单兵军事素养、提高军队的现代化水平等工作予以有益的启示。

三、《孙子兵法》在其他领域的影响

《孙子兵法》虽是一部兵学著作，但它的影响却并不仅仅囿于军事领域。在哲学思想发展史上，《孙子兵法》包含有丰富的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，成为中国古代辩证法的源头之一，并且以其特有的理性精神影响着古代辩证法的发展。《孙子兵法》中许多矛盾概念如奇正、虚实、动静、主客等，丰富了古代的哲学范畴，为历代哲学家所重视和阐发。同时，《孙子兵法》“舍事言理”的思维模式，也与诸子（《老子》例外）说理广征博引典故和史实有异，体现了很高的形而上逻辑思辨特色。

《孙子兵法》对古代商业经营活动也是有一定的影响的。据《史记》记载：“白圭乐观时变，故人弃我取，人取我与……故曰：‘吾治生产，犹伊尹、吕尚之谋，孙吴用兵，商鞅行法是也。’”[282]所谓“人弃我取，人取我与”，实际上就是《孙子兵法》“致人而不致于人”“避实而击虚”原则的商业衍化。只是由于历史上统治者推行“崇本抑末”政策，《孙子兵法》在商战中的运用当时才没有普及开来。

在中医学领域，《孙子兵法》的影响同样可以见到。清初名医徐大椿在其所著《医学源流论》中说：“兵之设也以除暴，不得已而后兴；药之设也以攻疾，亦不得已而后用，其道同也。”他列举了很多实例，说明在中医上如何运用孙武“知彼知己”和“兵因敌而制胜”等原则，并最后总结说：“孙武子十三篇，治病之法尽之矣。”[283]

《孙子兵法》文采斐然，对后世文学语言艺术的影响亦极为深远。刘勰赞誉：“孙武兵书，辞如珠玉。”[284]宋代郑厚在《艺圃折衷》中认为：“《孙子》十三篇，不惟武人之根本，文士亦当尽心焉。其词约而缛，易而深，畅而可用。《论语》《易大传》之流，孟、荀、扬著书皆不及也。”[285]这种文学成就对后人行文的影响，同样为人们所重视。宋代严羽指出：“少陵诗法如孙吴。”[286]清代林纾在《春觉斋论文·也字用法》中亦通过对“也”字用法的剖析，阐述了“十三篇”句法用词对后世文章章法的影响：“《始古录》谓欧阳修《醉翁亭记》用‘也’字，东坡《酒经》用‘也’字，王荆公《度支郎中萧公墓铭》亦皆用‘也’字，不知谁相师法，然皆出《孙武子》十三篇中。”[287]

在现代社会生活中，《孙子兵法》的哲理启示与文化借鉴的意义更为显著。因为它所揭示的实事求是、关照全局、预测发展、掌握情况、权衡利害、辩证分析、主动积极、扬长避短等基本原理和思想方法，始终是我们在从事各项工作时所必须遵循的认识路线和指导原则。特别是在外交、经济、体育这些竞争激烈、变化迅捷的社会领域，尤其需要当事者寻找主客观结合的契机，从实际出发，发挥主观能动性，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应变自如，游刃有余，稳操胜券，有所建树。在这种情况下，《孙子兵法》总揽全局、综合比较、求实超前的战略运筹理论和辩证能动、因利制权的作战指导思想就可以被引入这些社会领域，对其实践活动产生影响，给人们以思想方法上的极大启迪。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，近年来《孙子兵法》在企业管理、商业经营、体育竞技等领域大显身手，掀起一阵阵的“孙子热”。这可以看作是《孙子兵法》在当今社会生活中宝贵价值的又一种具体体现，显示着《孙子兵法》的生命力永远旺盛，生生不息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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